
如果说列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他也可以被视为第

一个缔造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行者，毕竟，只有立足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建设现实的社会主

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实

践中，必然会面对党对法治的领导这个主题。列宁在持续而全面地探索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

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法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纽节，也是当代中国坚持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领导的一个思想渊源。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中，如果要历史地理解党领导法治的

思想渊源，就不能避开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基于这样的思想源流关系，为了筑牢党领导法治的

思想根基，有必要专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

列宁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并不是在书斋里玄想出来的，而是源于生

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

喻 中

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一项基本原

则，这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列宁在缔造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对党领导法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持续而全面的探索，形成了列宁关

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从历史过程看，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在十月革命前后经历了从

党领导法治革命向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演变。从实践环节看，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主要

涉及党领导立法、党保证执法、党支持司法、党带头守法等方面。从领导方式看，列宁关于党

领导法治的思想主要包括通过党的会议、通过国家机构、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

列宁在党的领导实践与法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为当代及未来中国坚持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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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实践，是从实践中生长起来的。孔子有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①孔子

此言，恰好可以用来描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与生俱来的特质：这是一种“见之于行事”的思想，

因而“深切著明”。鉴于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相关著述都是对现实的直接回应，因此，列宁关于党领导

法治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列宁直接领导法治之“行事”所形成的思想结晶。由于这个

缘故，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既见于他关于党领导法治的诸多论述，也见于他直接领导法治的各

种“行事”。着眼于此，如果把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言”与“行”结合起来，就可以较为全面地描述他关

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不过，如果要历史地、全面地呈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还有必要对这个

思想的演变过程予以描述。基于以上考虑，下文首先论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演变，在此基础

上，分别考察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主要环节与基本方式的论述，最后是一个简要的结语。

一、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演变

列宁法治思想的萌生，可以一直追溯到他 1887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的学生时代。至于列宁关

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作为他的法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主要是从 19世纪 90年代开始兴起的。在

列宁 1895年为社会民主党所写的党纲草案中，已有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萌芽。譬如，在“党纲说明”

中，列宁认为：“既然工人联合起来能够强迫资本家实行让步，能够反击他们，那么工人联合起来同样也

能够影响国家法令，争取修改这些法令。”②这就体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萌芽：如果在党的领

导下能够实现工人的联合，就可以影响国家法令。

至迟从 1895年开始，一直到 1924年列宁辞世，在大约 30年的历史进程中，列宁针对党领导法治的

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如果要对这个探索过程进行分段考察，那么，十月革命堪称标志性

的时间节点。此前，无产阶级政党处于夺取政权的时期；此后，无产阶级政党转向建设政权的时期。不

同的历史阶段对党的领导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党对法治的领导也各有旨趣，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

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一）党对法治革命的领导：十月革命前的思想主线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有一个核心旨趣，那就是法治革命。所谓法治革命，就

是要革除旧法治的命，就是要在法治领域内实现破旧，就是要打破沙皇的专制与旧法治。因此，列宁在

十月革命前形成的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有一根主线，那就是党对法治革命的领导。这根主线的逻辑

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来描绘。

第一，以新的法治蓝图为党对法治革命的领导奠定法理基础。

从 1901年底到 1902年上半年，由列宁 1900年创办并领导的《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提议，制定

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然而，列宁在看了普列

汉诺夫写的草案以后，认为不能采用，于是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经过修改形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

①〔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
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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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草案》。这个草案既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2年之际的基本主张，也描绘了一张新的法治

蓝图。

按照这个草案第三部分的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

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1）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

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2）无论选举立法会议还是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凡年满

21岁的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一切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

代表会议；人民代表领取薪金；（3）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4）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

的自由不受限制；（5）有迁徙和从业的自由；（6）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种族一律平

等；（7）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8）每个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向上级申诉：（9）用

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10）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11）对未满 16岁的儿童一律实行

免费的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①

这就是列宁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2年擘画的法治蓝图：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行使最高

国家权力，公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至于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以及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

教会分离的规定，则源于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这就表明，党绘制的这张法治蓝图，可以归属于巴黎

公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甚至到了 1917年 5月，亦即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还在重申这个传统：

“党争取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完全废除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

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

换；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人民代表苏维埃（由各阶级、各行业或各地的代

表组成）逐步代替议会制代表机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②

进一步看，在 1902年制定的这个纲领草案的第四、五部分，还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劳动法、经济法领

域的内容。譬如，“由法律规定，工人由于不幸事故或有害的生产条件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雇

主应负民事责任；工人无须证明上述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是由雇主的过错造成的”，“地方自治机关在工

人代表的参与下共同监督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监督这些住宅的内部规章和租用条

件，使雇佣工人作为私人和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③，等等。

到了 1903年，列宁专门指出了农民面临的法律困境：“社会民主工党要求马上完全废除连环保和一

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沙皇 1903年 2月 26日诏书答应废除连环保。现在，废除连环保的法

律已经颁布了。可是这还不够。除此而外，还应当马上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要不

然，即使取消了连环保，农民也仍旧不可能完全自由，仍旧是半农奴。农民应当得到支配自己土地的完

全自由：就是可以把土地随便让给或者卖给什么人，不必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这正是沙皇的法令所不准

许的：一切贵族、商人和小市民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土地，农民却不行。”④

在1906年5月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列宁又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

①《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页。
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
③《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6页。
④《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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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

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

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只有象《新时报》这类政府

的奴仆才故意要模糊人民的意识。工人政党的纲领也肯定了这个明显的道理。”①

这些重新绘制的法治蓝图，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沙皇专制及其旧法治的落后、偏私、不公、不义。

这就为党对法治革命的领导提供了正当理由与法理依据：沙皇主导的旧法治不具有正当性，不能再延续

下去，因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破除旧法治，完成法治革命。

第二，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作为党领导法治革命的基本策略。

如果说 1902年的党纲草案所描绘的法治蓝图已经为党对法治革命的领导提供了法理基础，那么，

公开的武装斗争则是党领导法治革命的基本策略。

同样是在 1902年，列宁不赞同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写的第一个党纲草案，稍后，针对

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第二个党纲草案，列宁又一次提出批评：“我认为，使这个草案不能被采用的最一般和

最主要的缺点，是纲领的整个形式：这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党的纲领，而是原则宣告，这勿宁说是教学提

纲（特别是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主要章节），而且是一年级的教学提纲，其中所谈的只是一般的资本主

义，还不是俄国的资本主义”②。草案中的“许多表述非常抽象，好象不是供战斗的党使用的，而是供讲课

用的”，草案“对特殊的俄国资本主义问题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是一个尤其严重的缺点，因为纲领应该

是反对俄国资本主义的鼓动总则和指南。我们应当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直接评价，并且正是对它公开

宣战”。③在列宁看来，教学提纲式的原则性宣告显然不足以推动实际进行的斗争。然而，如果不对俄国

旧制度进行宣战，如果旧法治不能在武装斗争中被废除，党领导的法治革命是不能实现的。

因此，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当作为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本策略，当然也是党领导法治革命的基本策

略。就这个问题看，在 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针对当时受到广泛关

注的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这个焦点问题，指出了国内的三种政治趋势：其一，“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

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沙皇政府似乎同意

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按照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的选举制选出一个咨议性会议。”

这个趋势主要代表沙皇立场。其二，“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求权力完全转归立宪会

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要力争普选权，不仅要力争充分的鼓动自由，而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代

之以临时革命政府。”这个趋势主要代表革命政党的立场。其三，“通过所谓‘立宪民主党’领袖们之口来

表达自己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

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公正，不坚持切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④这个趋

势主要代表“立宪民主党”的立场。

面对这三种政治趋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孟什维克提出的策略是：“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

①《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②《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③《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
④《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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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监督之下，不让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不让它和政府妥协。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和专

制政府作斗争，而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作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

们彼此分开，把激进派拉过来，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

由于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政府就会经常陷于孤立，反对派就会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①

孟什维克提出的这个目标怎样才能实现呢？他们自己的回答是：“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

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以法律规定竞选鼓动的充分自

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

尽可能规定得晚一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让人民了解情况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

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委员。如果布里根

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而只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强

迫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

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

的保卫者应当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是会一同走向民主共和制的。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策

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②显然，这是一种倾向于放弃武装斗争的策略，即便是必要

时举行的起义，也仅仅是为了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

列宁对这样的革命策略提出了讽刺与批评：“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致：先把苍蝇捉住，然

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于是苍蝇就杀死了。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

府之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

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近乎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可怜的俄国啊！人

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子。我们这里还没有议会，甚至布里根也没有答应设立议会，

但议会迷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③孟什维克提出的革命策略是走和平的、温和的、雅致的议会道

路。在列宁看来，这样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先把苍蝇捉住，然后再用药粉杀死它，这样的程序或招式，既

不必要，也没有意义，甚至是可笑的。列宁相信，只有公开的武装斗争，才是正确的革命策略。在此前提

下，只有通过公开的武装斗争，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法治革命取得胜利。换言之，公开的武装斗争既然是

革命的基本策略，就意味着，它也是党领导法治革命的基本策略。

第三，党的领导为法治革命提供了政治保障。

法治革命的胜利既有赖于武装斗争，更有赖于党的领导。1905年 11月，列宁在《我们的任务和工人

代表苏维埃》一文中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他在《新生活报》第 5号（我一共

只看到 5号事实上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

是要党？我觉得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问题

（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

①《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②《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③《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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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①这就是说，到底是要党，还是要苏维埃，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与之相对应的真命

题应当是：如何把党与苏维埃结合起来。

列宁的回答是：“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把所有的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

代表，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

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要竭力

做到：第一，使我们各个党组织的所有（尽可能）成员都参加到一切工会中去；第二，利用和无产者同志们

（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的共同斗争，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唯一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为了进行这种宣传，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一定要保持、巩固和发展我们

的完全独立的、坚持原则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

个步骤，都同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它会使俄国工人阶级群众同社会

民主党越来越接近。”②

既然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那么，针对沙皇及其旧法治

的革命同样离不开党的计划与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法治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党的组织与领导。党的领

导为法治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保障。

（二）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十月革命后的思想主线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重心、思想关切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法治革命转

向法治建设，亦即从“破旧”转向“立新”。所谓法治建设，就是要在法治领域内“立新”，就是要在打破沙

皇旧法治的废墟上重新建设人民的新法治。由此可见，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

想有一根新的主线，那就是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这根思想主线可以从以下三个环节来描述。

第一，新型国家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奠定了政治基础。

法治与政治国家不可分，法治总是寄居在政治国家的有机体内。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离不开党对

国家政权建设的领导。因为，只有通过国家建设，才能为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这个角度

看，十月革命既为新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契机，从而也为新法治的建设提供了契机。

1917年，就在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就在新的政治国家诞生之际，列宁写成了《布尔什维克能保持

国家政权吗？》一文，描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国家及其构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

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

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

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

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

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

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

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

①《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56页。
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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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

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

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

稍后，列宁还用更加简洁的语言，从政治与法治的角度描述了十月革命带来的新变化与新境界：“完

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

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

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要民主百万倍。”②这种新型的苏维埃国家为新的法治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政治支撑。

第二，在法律创制中体现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1917年 11月，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新政权虽然严格遵守一切程序，仍会遇到种种作难

的事情，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不允许有一点拖延。不能浪费时间

去精雕细琢，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修饰，丝毫不会改变新措施的实质。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

曾不顾一切形式上的困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尽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眼

光来看，这些法律有形式上的缺点，但是，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克伦斯基政府

那种罪恶的无所作为，使国家和革命濒于灭亡；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

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维埃可以因地、因时

制宜，修改和扩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③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及时制定符合人民群众要

求和希望的法律，是极为必要的。

1918年 12月，列宁针对共耕制指出：“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

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在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

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为此成立了公社和国营农场。这种农场的意义在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已

经指出。在法令谈到谁可以使用土地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可以使用土地的个人和机关，第一是国家，

第二是社会团体，第三是农业公社，第四是农业协作社。”④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实行

共耕制，有助于维护农民利益。

1919年 2月，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

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

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

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得以颁布”⑤。颁布这些法令，不仅在更

加广泛的领域体现了党对法律创制的领导，而且为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了法律、法令方面

①《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7页。
②《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0页。
③《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④《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⑤《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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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

1922年 2月，列宁针对民法的制定，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

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

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

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

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①这些要求，直接体现了列宁作为党的领导人

对民法创制的领导。

第三，在法律实施中体现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如果说创制新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那么，实施新法律就是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党对法治

建设的领导就包含了党对法律实施的领导。着眼于此，列宁于 1918年 11月写下的《关于切实遵守法律

的决定提纲草案》，集中体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法律实施的思想。

在这篇提纲草案中，列宁关注的重心是法律的遵守。他说：“一、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

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不应受法律的限制，其条件

是：（α）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或负责人员明确地正式声明，国内战争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情况要求超越法

律界限；（β）立即把这种声明以书面形式报告人民委员会，并抄送地方当局和有关当局。三、如苏维埃

政权的负责人员之间或机关之间发生冲突、摩擦、纠纷，或对职权范围有争议，或出现其他类似情况，这

些负责人员和机关都必须立即写出简要的记录，上面必须写明日期、地点、负责人员的名字或机关名称，

并扼要点明（不是叙述）事情的实质。记录一定要抄送另一方。四、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政

权的负责人员或机关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时，该负责人员或机关必须写出同上面一

样的简要记录。记录一定要抄送提出控告的公民，还要抄报上级机关。五、显然没有根据、无理取闹要

求作记录的人，可能受到法院追究。六、拒不提交写明负责人员姓名的记录，是一种严重的渎职罪行。”

列宁最后还建议：“中央委员会原则上赞同此件并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将此件写成法令。”②

列宁的这段话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严格遵守法律是一个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反革命

的打击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因为反革命既是对政权的颠覆，也是对法律的颠覆，对反革命的打击不必

受法律的限制。至于其他方面，可以归属于党领导法律实施的程序问题。列宁最后提出的建议表明，党

对法律实施的领导也应当法律化、法治化，因为，列宁要求把他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这些要求“写成法令”，

本质上就是要求：党对法律实施的领导，应当按照正式的“法令”来进行。

就在党领导法律实施的实践过程中，列宁还发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官僚主义对法律实施及

法治建设的破坏。1922年 2月，列宁致信索柯里尼柯夫，称：“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

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对

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变成官僚机关。我们还在考虑法令、机构。错误就在这里。现在问题的

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要实践。发现人才——做生意的人（但愿能从一百个、一千个共产党员中挑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6～427页。
②《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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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这还要上帝保佑），使我们的法令由废纸（不管法令本身是好还是坏，反正都一样）变成生动的实

践，——这就是问题的关键。”①列宁在此虽然主要针对经济机构或国家银行，但是，官僚主义现象具有

普遍性。在列宁看来，如果要把法令从一堆废纸变成生动实践，如果要严格实施“我们的法令”，就得依

靠优秀人才的行动，以之反对、杜绝一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其实，早在 1919年初，列宁针对官僚主义的危害，已经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

主义和投机活动。经济破坏状态还没有减轻，而要完全消除破坏状态，只有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

义的利益。一搞地方主义，显然就要反对集中制，而实行集中制是我们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提出决议

案的这部分同志离开了集中制，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看来，地方上不满意中央苏维埃政权通过某些

决议时没有同地方上商量；如果是这样，地方上完全可以召开会议讨论他们十分关心的一切问题。官僚

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它非常困难。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②

官僚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当然也阻碍了法律实施与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过

程中，反对官僚主义应当作为一个重头戏来处理，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一个思想要点。

二、党领导法治的主要环节

在纵向把握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演变轨迹的基础上，有必要横向考察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

的几个主要环节的论述。从法治实践看，党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领导，构成了党领导法治的主要

环节。针对这几个主要环节，列宁都有丰富而系统的论述。

（一）党领导立法

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中，立法环节居于前端，因此，党对法治的领导首先表现在党对立法的领导，对

此，上文已经略有提及。在此，如果要全面理解列宁关于党领导立法的思想，有必要注意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立法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与经验固定下来。

在191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列宁结合土地社会化法令，论述了立法与党的意志的关系，他说：“我

还要请你们注意，土地社会化法令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在共产党不仅贯彻了自己的意志，而且有意识地

对那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达中农的认识和意志的人作了让步的时候制定的。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

还在作这种让步。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还在作这种妥协，因为向这种集体支配土地的形式过渡，向共

耕制、向国营农场和公社过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里要求苏维埃政权顽强地坚持不懈地给予促进，

而苏维埃政权已拨出 10亿卢布去改进农业，条件是要向共耕制过渡。这个法令表明，我们最愿意用榜

样那种吸引人们改善经济的力量去影响中农群众，我们仅仅指望通过这一类措施一步一步地推动农业

俄国的经济中这个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革。”③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立法的思想：立法既

要贯彻、体现党的意志，也要回应其他相关主体的“认识和意志”，只有这样的立法才能推动相关领域发

①《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0～301页。
②《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9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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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1920年 12月，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年，针对俄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列宁要求党的干部：“学会根据

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必须清楚地了解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在土地局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了解

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并把这些加到中央将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

的法案中去。”①只有经历过的现实与经验，才能检验、衡量党的纲领与党的事业。在此基础上，还要把

共产党员的相关经验总结出来，融入国家机构制定的法案，让立法充分体现党的经验。

针对1920年12月的农业问题法案，亦即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帮助农民经济的

法案，列宁认为：“应该立刻使这项法案在代表大会上、在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代表中得到详尽

的讨论，各地同志根据本地经验（法案就是根据地方经验制定的）也有同感。”②列宁提出的这项要求，是

党领导立法的具体体现：经过讨论，把各地同志已经取得的经验进行法律化的表达。

接下来，在 1921年 3月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针对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个立法项

目，列宁说：“我们不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

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

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③党

的代表大会虽然不能直接制定法律，但是，党的代表大会可以作出决议，使之成为相关立法赖以遵循的

准则。通过贯彻党的决议，党的意志可以在各种法律、法令中体现出来。

从实践看，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可能出现偏差，针对这种情况，“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

当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

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而下层开始做的工作，则需要我们在这里的会上作出总结。这样，我们的

建设事业就能真正地稳步地向前推进。”④通过党的会议总结实践经验，以之纠正立法环节中出现的错

误，是党领导立法的一种具体形式。

1922年 10月 27日，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列宁在回答相关记者的提问时说：“政府方面任何人都

绝对没有说过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恢复旧政策。政府的全部工作——顺便说一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也如此——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

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⑤列宁的这个论断虽然主要针对新经济政策与法律、立法的关系

而言，但它再一次展示了列宁关于党领导立法的一个基本思想：立法就是要把党的经验、政策、意志通过

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二，把握立法的阶段性任务。

在 1922年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①《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②《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④《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6页。
⑤《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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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俄共（布）面临的国际形势：俄国作为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是在实际

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针对这

一实际情况，列宁要求：“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

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

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

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

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

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①

列宁的这段论述表明，在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初期，适时制定并颁布法律，以法律的方式向公众

表明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主张，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极为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作为党和人民

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法律更加清晰地理解党的主张。

但是，在俄共（布）十一大召开的 1922年，距离十月革命的胜利已有五年。在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群

众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

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

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

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

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②

列宁在此所说的“关键在于人员安排”，就相当于当代中国的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的因素。”③在夺取政权的初期，关键在于立法；就苏俄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随着新阶段的到来，立

法已经不再是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注意力应当转向“人员安排”。列宁的这些论断表明，党对立法的领

导，要注意把握立法在特定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阶段性任务，因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立法有不同的需求，

党对立法的领导应当精准地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立法需求。

（二）党保证执法

党保证执法作为党领导法治的一个环节，主要在于保证执法过程符合党的意志，以之实现党的主

张。如果说，党领导立法是把党的意志进行法律化的表达，那么，党保证执法就是要把已经通过法律的

形式凝聚起来的党的意志变成生动的实践。列宁关于党保证执法的思想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把严格执法与因地制宜统一起来。

党保证执法的基本要求就是保证严格执法。列宁关于严格执法的论述，着眼于辨析民主的两种职

能，这两种职能其实也是民主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执行的职能

建立最严格的责任制和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各项必要的指令和命令，以便使经济机

①《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8～10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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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真正象钟表一样工作。”严格执行各种法定职能，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职能。进一步看，“民主的组织

原则，其最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

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

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

法律。”①

按照这样的民主原则，群众代表有权参与法律的执行。在群众参与执法的基础上，“必须使我们自

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

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

有社会主义的秩序。”②把法令“巩固下来”，就是严格执行法令。只有完成这项任务，只有实现这个目

标，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秩序。根据法令形成的社会主义秩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秩序。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传统中国既强调“经”，也注意“权”，列宁也认为，严格执法并不意味着取消执

法过程中的灵活性，因为，“我们的法案当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各地苏维埃都将因地制宜地实行。我们

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不愿象旧衙门那样到处死搬硬套。”③我们更不愿削足适履。因此，“每个工厂、每

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

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

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④推而广之，就是要因地制宜地执行苏维埃法规。

针对一项帮助农民的法令，列宁还要求：“我们本来就是规定一般的原则，希望各地有觉悟的同志们

认真地去执行，并且能想出千百种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来实施这项法令。”当然，“关于帮助

农民的法令，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⑤既要按照各地的具体

条件执行法律，又要严格而认真地执行法律，把严格执法与因地制宜有机地统一起来。党对严格执法的

领导，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

第二，把严格执法与争取胜利结合起来。

严格执法与因地制宜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是传统中国所说的“经与权”的关系。相比之下，严

格执法与争取胜利则是因与果的关系。在列宁看来，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

1919年，面对高尔察克的武装叛乱，列宁提出：“为了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必须遵守极严格

的革命秩序，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所有的人来执行。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

尔取得过胜利，这一例子使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稍微出现混乱，稍微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稍有疏

忽或懈怠，都会立即使地主资本家的力量得到加强，造成他们的胜利。”⑥因为，我们的违法就会造成我

们的疏忽和懈怠，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①《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③《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④《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⑤《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5页。
⑥《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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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极小的违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

利用的漏洞，都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高尔察克叛乱就是起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军

稍欠审慎，起于个别团队稍微违反命令，忘记这一点就是犯罪行为。”①严格执法，严格维护苏维埃秩序，

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就能够赢得胜利，这就是严格执法与取得胜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党对严格执

法的领导，以之保证执法，是党领导人民平息叛乱、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第三，党保证执法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

前文提到，列宁对官僚主义的弊害有反复的论述。因此，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也是列宁关注的一个焦

点问题。在列宁看来，严格执行法律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他说：“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

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

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

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

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

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

民群众的帮助才行。”②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充分运用法律，严格执行法律，就有

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可见，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党必须加强对严格执法的领导。

严格执法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也有助于同贪污受贿作斗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严格执法也

有赖于杜绝贪污受贿。如果贪污受贿盛行，严格执法将得不到保证。列宁就此指出：“只要有贪污受贿

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

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

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③如

果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没有搞法治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失去了严格执法的基本条件。这就意

味着，为了保证执法，党对严格执法的领导还需要将“端口”前移：杜绝贪污受贿，净化执法的政治环境，

为严格执法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

（三）党支持司法

党对司法环节的领导既表现为党支持司法机构充分发挥职能，又表现为党对司法机构及其人员提

出具体要求。列宁关于党支持司法的思想，主要涉及苏维埃国家机构中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法院与检

察院。

第一，党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列宁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有多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党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与

支持。譬如，在 1922年，列宁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严格贯彻新经济政策，他批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还不适应新经济政策的需要，他说：“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关主要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

①《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6～197页。
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85



2024.6

员会。现在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则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遗憾的是，看不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

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

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在从速从严惩治方面，

在法院和报刊向人民群众说明这些审判的意义方面作出示范）；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

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这一切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并且必须执行汇报制度

（汇报要简明扼要，用电报文体，但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并且一定要用统计数字说明司法人民委员部

怎样惩办和怎样学习惩办在我们队伍中占多数的、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

蛋）。”①列宁提出的这些具体要求，体现了党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是党支持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具

体方式。

第二，党对法院的领导。

1918年 3月，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阶段已经结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

要求，按照苏维埃机关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法院，“还担负着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保证劳

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我们设想，这种任务在资产阶级政权垮台的第二天，也就

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内就能实现，或者不用强制就能实现，那我们就是可笑的空

想家。这种任务不用强制是根本不能完成的。我们需要国家，我们需要强制。苏维埃法院应当成为无

产阶级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机关。苏维埃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②

在列宁看来，法院既承担了强制职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承担了教育职能。因为，“审判的教育意义是

巨大的。我们是否关心过这件事呢？是否考虑过实际效果呢？没有，而这却是整个司法工作的起码常

识。”③不过，无论是发挥法院的强制职能还是发挥法院的教育职能，都是在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实现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要求法院：“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

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

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④列宁要求

法院根据苏俄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开展审判工作，体现了党支持司法以及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

第三，党对检察院的领导。

针对党对检察院的领导，⑤列宁有一篇代表性文献，那就是《论“双重”领导和法制》。这篇文章主要

针对党内的一种倾向：认为地方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应当接受双重领导——既受中央机关即相应的人

民委员部的领导，又受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领导，而且，地方检察人员无权从法制的角度对地方的决定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4～425页。
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8～149页。
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
④《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页。
⑤ 关于检察院，在本文所引用的《列宁全集》中，既有“检察”这种写法，亦有“检查”这种写法。在这里，本文根据当

代中国的正式制度，写成“检察院”，但是，《列宁全集》中文版中的“检查院”，本文也一仍其旧，不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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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异议。列宁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工农检查院不仅要从法制的观点，而且要从适当与否

的观点来加以审查。检察长的责任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

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而

只是必须采取措施，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的理解绝对一致。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

委员的决定，不仅犯了极大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根本错误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而且会破坏一

切建立法制和建立起码文明的工作。”①列宁在此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不能错误运用“双重”领导的原则，

地方的检察长有权对地方的决定提出异议，因为这有利于维护共和国法制的统一。

关于检察院的领导体制，列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主张对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取消它对地方

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仅妨碍我们坚决实行法制这一基

本任务，而且反映了横在劳动者同地方的和中央的苏维埃政权以及俄共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最有害的

障碍——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因此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

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

的观点对它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②

在否决了“双重”领导体制之后，党如何加强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党如何支持检察工作，依然有待进

一步探索。列宁认为，工农检查院是一个大难题，直至 1923年，这个难题依然没有解决。怎么办？列宁

的回答是：“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在国内战争

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

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

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③由此看来，党支持检察工作的一个路子，就是向检察机关派出更多的优秀人

才，以检察机关的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推动检察机关改组升级。

（四）党带头守法

党对法治的领导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党带头守法。党带头守法主要是以做出表率的方式，引

领全社会都来遵守法律。针对党带头守法这个环节，列宁既提出了正面要求，也从相反的方向给予警

告：不能带头守法的党员干部，必须承担更加严厉的消极后果。

第一，党员干部不能绕过国家法律。

列宁针对党带头守法提出的正面要求是：党员干部不能利用职务之便，绕过法律去追求自己的目

标。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是：1919年，人民委员会秘书福季耶娃请求列宁录用一名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职工委员会推荐的女工作人员到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布鲁耶维奇反对录用

这名女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关于不准亲属同在一个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法令》（被推荐者的姐

姐当时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为此，福季耶娃给列宁写信说，职工委员会推荐的是个“很可贵的工作人

员，我们就是对录用她感兴趣……法令不能绕过吗？”④

①《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7～198页。
③《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3页。
④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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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福季耶娃提出的问题，列宁在 1919年 3月 3日回复说：“绕过法令是不行的，光是因为提出这样

的建议就该送交法庭审判。但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例外处理是可以的，我建议这样做。”列宁还提示

对方：“应了解法律，我不记得作例外处理应通过谁。”①这样的回函表明，列宁不仅反对绕过法律的行

为，甚至还认为，仅仅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不过，列宁在要求党员干部带头

守法的同时，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认为如果确有特殊情况，可以作为例外来处理；然而，即使是作

为例外情况来处理，也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为，法律对例外情况也有规定。

第二，党员干部违法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列宁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守法，而且还要求，如果党员干部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承担更加严厉

的消极后果。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要求党带头守法，可以理解为关于党带头守法的一种负面警示。列宁

的这一思想关切，见于他的多次“行事”。

1918年 5月，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查委员会 4名工作人员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后，

轻判了这些人。获悉此事之后，列宁致信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雷连柯，称：“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

件（1918年 5月 2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

判了半年监禁。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

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

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②

与此同时，列宁还要求克雷连柯把犯人和法官的名字告诉党中央委员会。由于列宁的坚持，全俄中

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其中3名被告各被判处10年徒刑。为了警示党员干部，列宁还给司

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写信，要求他急速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贿赂行为起码判处10年徒刑，外加强迫

劳动10年。此外，人民委员会还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18年5月４日通过了一项决定，责成司法人民委员

部制定一个法令草案，对受贿以及与受贿有牵连的行为规定一个比较高的最低惩处标准。司法人民委员

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人民委员会5月8日会议审查批准，列宁对草案作了修改。③这一

系列具体行为，体现了列宁关于党带头守法的一个思想要点：党员干部违法犯罪，应当从重惩罚。

1922年 2月，列宁针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

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此同样漠不关心。沙皇时代是根据胜诉的百分比

来撤换或提升检察官的。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

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

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

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

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处以其他并非儿戏的（象在莫斯科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鼻子底下经常发生的那

样）惩罚？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

①《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522页。
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
③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4～565页。

88



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

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①列宁严厉地批评司法人民委员部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倒

逼”党员干部带头守法。

1922年 3月，在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列宁再次指出：“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

志）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

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我建议：1.采纳季维尔科夫斯基同志的建议。2.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

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3.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

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4.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

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应予撤销职务。5.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狠狠训斥一下。”②

以上几个具体的事例，虽然各有针对性，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列宁推动党带头

守法的不懈努力，也展示了列宁关于党带头守法的基本思想。

三、党对法治的领导方式

要全面理解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还有必要着眼于党领导法治的方式，即党对法治的领导方

式。按照列宁的相关论述与相关实践，党对法治的领导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通过党的会议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

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③根据这个原则，居于执

政地位的共产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作出的决定以及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全国范围内都

是必须遵守的，都具有约束力，这是党领导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党领导法治的

一种基本方式。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尤其通过列宁所作的大会报告，理解党领导法

治的这种方式。

当然，如果要更加全面地看，党的会议既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包括其他层级的代表会议，还有

其他形式的会议，譬如，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党的其他机构举行的会议。在党的各种会议中，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与决议中针对法律、法治的内容，便是党

领导法治的集中体现，那就是通过党的会议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在这里，让我们从俄共（布）八大开

始，考察俄共（布）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关注的法治问题，以此把握列宁关于通过党的会议实现党对法治

的领导之思想与实践。

第一，俄共（布）八大关于法律适用的论述。

在 1919年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论述了经济领域的法治问题，他说，“我们关于农民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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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

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

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

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①所谓“鼓励联合”，就是表明这样的经济法令是激励性

的法，旨在引导而不是强制。列宁的这些论述，为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在此基础上，列宁还论及法令适用的一般原理：“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

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

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

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地

区。”②按照这个要求，法律的适用应当注意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第二，俄共（布）九大关于宪法与所有制的论述。

在1920年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论述了宪法与所有制的关系：

“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以前所有

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

在历史上存在，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获得胜利

的无产阶级废除并彻底破坏了这一所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在这里。首先就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我

们实际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后来，宪法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和

地主的所有制的问题记载下来，并补充说：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比农民有更多的权利，而剥削者则没有丝

毫权利，——这样宪法就记载了我们业已实行的本阶级的统治，靠了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同劳动者的一

切阶层和一切小的集团的联系。”③简而言之，宪法通过重新规定所有制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权利。

第三，俄共（布）十大关于党与法关系的论述。

在 1921年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要求减少无谓的争论，因为，“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

了，竟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意见。”列宁就此指出：“我们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容

许再争论倾向问题了，我们必须结束这方面的争论。党代表大会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的，党代表

大会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把它补充到中央的政治工作报告里去，把它确定下来，肯定下来，变

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争论的局面变得极其危险，简直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④换言

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能议而不决，要尽快形成相关决议，既供党内遵守，也要变成国家法律。

在党的决议变成国家法律之后，也要防止陷入议而不行的泥淖。对此，列宁举出了一个具体的事

例：“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法令，用外国资本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阐明了租让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对

这个问题产生过一些误解，或者说，是对它不完全理解，因此我们召开了几次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来讨

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它没有引起什么意见分歧，尽管我们听到工人和农民有不少抗议。”虽然有反对

①《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
②《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131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1页。
④《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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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但是，我们公布这项法令，毕竟在建立租让关系上是前进了一步。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践上

——这一点决不能忘记——连一个租让项目也还没有搞成。我们还在争论是否应当尽力设法实行租

让。但是，能不能实行租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争论和决定，而取决于国际资本。”“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

个人都认为这种租让是必要的，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威信来支持这种观点。”①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

出的这些要求，为法律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四，俄共（布）十一大关于法院与法官的论述。

在 1922年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论述了司法机构的性质及相关问题。针对法院，

列宁说：“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不过是在农民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这是需要的！没有它，农民就无法

生活，无法耕作经营。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

活的。谁硬说不是，那我们就告诉他，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向你让步！我们的法院应该懂

得这一切。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

承认有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选举产生的，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

什么。法官应该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②由于法院、法官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因此法院与

法官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国家资本主义。针对检察院，列宁要求：“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

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③

这就指出了检察工作中存在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针对法治领域的各方面所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是有约束力的，按

照前文所述，“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自然也是共和国的法治实践必须遵守的。这就表明，把党

的会议作为党领导法治的一种方式，通过党的会议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既是列宁的思想主张，也是列

宁的实践选择。

（二）通过国家机构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

党既可以通过党的会议实现对法治的领导，也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实现对法治的领导。对此，在

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已经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

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④通过苏维埃实现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的工作与

国家机构的工作结合起来，党的中央机构与国家的中央机构尤其应当结合起来，“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

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⑤。通过这样的“融为一体”，

可以有效实现党的领导。

在苏维埃的“上层”机构体系中，与法治密切相关的机构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因而，党通过国家机构

来实现对法治的领导，集中体现为党通过司法人民委员部来实现对法治的领导，司法人民委员部充当了

党领导法治所依赖的极为重要的国家机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列宁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能多有论

①《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7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③《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9页。
④《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⑤《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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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既指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对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要

求，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党通过司法人民委员部来实现对法治的领导。

第一，发挥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应有职能。

1921年，列宁针对司法机构及其他机构的拖拉现象，指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应当承担的统筹职能：

“拖拉作风在莫斯科各机关和中央各机关尤其屡见不鲜。因此，应当更加注意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的

印象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态度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也就是说是根本不正确的。应当：

（1）把这件事提交法庭处理；（2）对失职人员既要在报刊上申斥，又要严加惩办；（3）通过中央委员会督促

法官严惩拖拉作风；（4）举行莫斯科人民审判员、法庭陪审员等等的会议，以制定反对拖拉作风的有效措

施；（5）在 1921年秋季和跨 1921-1922年的冬季，务必将莫斯科有关拖拉问题的 4～6起案件提交莫斯科

法院审理。要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使每次审判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6）从共产党员中物色

一些处理拖拉问题有经验的精明的‘专家’，两三个也行，但必须是比较严厉、办事比较果断的人（吸收索

斯诺夫斯基参加），以便学会整治拖拉作风；（7）发表一封关于反对拖拉作风的写得好、道理讲得透彻、非

官样文章的信（作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通告）。”①这七个方面的要求表明，列宁希望司法人民委员部在

治理拖拉作风的专项任务中发挥积极的统筹作用，体现了列宁试图通过司法人民委员部这样的国家机

构，全面实现党对各种法治机构的领导。

1922年，列宁针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问题，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应当承担的战斗职能，并对它在这

个方面的软弱无能和精神不振表示愤慨。列宁说：“现在看不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

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

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

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为，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

主义。”②

列宁在此批评的“共产党员”主要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共产党员。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共产党员

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履行战斗职能，党对法治的领导就不能得到保证。以此为基础，列宁更加具体地指

出：“报纸上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议论纷纷。这种现象多不胜数。可是，对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

坏蛋的示范性审判，什么地方有过议论呢？没有，因为并没有进行过这类审判。司法人民委员部‘忘记

了’：这是它的事情；没有能督促、推动、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没有能教会它们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

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它要对此负责。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

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因为它根本没有这样做。”③

司法人民委员部既应当在治理拖拉现象中发挥统筹职能，也应当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中发挥战斗职

能，当然还应当在其他方面发挥应有的职能。概而言之，司法人民委员部是主管法律事务的中央国家机

构，列宁希望它更好地实现党的意图，履行应有职能，在党对法治的领导中发挥应有作用。

①《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5～276页。
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5页。
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5～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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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自身建设。

要发挥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应有作用，就必须加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自身建设。在这个方面，列宁要

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地做老实人，“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

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

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

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

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

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①

为了更好地加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自身建设，列宁向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提出了多项具体要

求，其中有一项要求是“组织全体部务委员分工负责”，需要分工负责的事项包括“新民法的各个部分”

“刑法的各个部分”“国家法和政治法的各个部分”“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

判”“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②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有人专

门负责。

列宁希望把这些要求尽快落到实处，他说：“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按上述任务分工的情况，

请尽快通知我，使我能十分准确地知道（除人民委员负责全盘工作外）究竟是谁负责民法（其次是刑法等

等）的某某部分，谁负责进行示范性审判（每一个部务委员都应当通过安排和进行若干示范性审判来显

显身手），谁负责切实监督某个省或莫斯科某个区的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以及法院侦查人员等等的工

作。不是把‘各部分’分隔开来，也不是就此采取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态度，而是要使每一个参加部务委

员会的共产党员都亲自负责某一项生动的革命工作，——这就是人民委员应当做到而且应当证明他能

够做到的事。”③列宁提出的这些要求，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具体的遵循。列宁以这样

的方式推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自身建设，有助于保障党通过司法人民委员部来实现对法治的领导。

（三）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

党对法治的领导既要通过党的会议、国家机构来实现，还应当发挥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列宁作为党

的主要领导人，必然会在党领导法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见之于列宁领导法治的

“行事”，那么，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既是列宁的“行”，也可以从这样的“行”显示出他对这

种领导方式的“知”，因而具有知行合一的特质。对于列宁法治思想中的这个要点，前文已经有所呈现。

这里予以专门的论述，旨在凸显列宁对于党领导法治的这种方式的知与行。从列宁针对有关法律事务、

法治事项的指示批示看，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治的领导可以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通过指示批示改进党领导法治的体制机制。

1921年，司法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俄共（布）中央 1921年 6月 16日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

互关系的通告信，司法人民委员部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删去第 4条和第 5条。第 4条规定，司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428页。
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8～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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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第 5条规定，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

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从而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针

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这个请求，列宁于1921年11月14日致信莫洛托夫：“这件事情况如何？第4条和第

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请简要写上您的意见退给我。”①

随后，列宁收到了中央组织局 11月 11日关于批准通告信的决定和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说，通告已

经修改，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然而，这些修改并没有触及通告信的主要缺陷。于是，列宁在 11月 19
日再次致信莫洛托夫：“我将这个问题转交政治局。一般说来，这类问题由组织局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

这纯粹是政治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应另行处理。请您要秘书将旧稿和新稿打在一张

纸上。（1）照我看，第 4条应取消。（2）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3）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

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②

11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行政司法机关与党委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参加了这个

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责成库尔斯基按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判刑和“消

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在一周内对整个通告信进行全面修改。12月 8
日，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库尔斯基的建议，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对通告信进行审订。1922年 1月初，俄共

（布）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委与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的通告信，废除了 1921年 6月 16日的通告

信。③这个事件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列宁以指示批示的方式改进党领导法治的体制机制。

第二，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律创制的领导。

上文提到列宁 1922年 2月 20日致信库尔斯基指出民法制定中存在的问题。两天以后，列宁又致信

俄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民法典的制定问题作出指示：“请注意，据哥尔布诺夫同志告诉我，昨天在人民委

员会里把民法典弄得糟透了。我在给库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那些警告，实际上没有引起重视。责成全

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我给库尔斯基的信中提出的意见的精神对此事加以研究。在没有连同我

的初步意见再次提交政治局以前，无论如何不予批准。立即成立一个由三名确能正确理解这项工作并

提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在短期内向政治局提出修改和补充草

案。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

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

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

或商业工作。”④

数天以后，列宁又针对民法典制定问题致信瞿鲁巴：“关于民法典问题，我在看了主要条文以后，认

为比较慎重和正确的做法是：目前只限于郑重地宣布一下，而对法典本身还得更加细致地加工。请您设

法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通过此建议。”⑤列宁的这个建议由俄共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
③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1页。
④《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0～431页。
⑤《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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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于 1922年 10月由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

1923年 1月 1日起生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制定过程表明，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批示是党领导法律创

制的重要方式。

第三，通过指示批示实现党对法律实施的领导。

1919年 3月 16日，人民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规定：为了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

需要把城乡各消费合作社合并成消费公社。在实施这项法令的过程中，坦波夫消费者协会就执行这项

法令给人民委员会发来一份电报，主要内容是：坦波夫消费者协会 252名会员开会认为，经营商业是正

当的，不愿把消费者协会移交给消费公社。①

针对这份电报，列宁 1919年 4月 20日致信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并要求：“请你们安排这 252人（不

清楚这是该合作社的全体成员还是仅仅一部分，其总数是多少）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向他们作如下解

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消费公社的法令，是为了合理分配产品。全体居民人人必需的产品，仅由

一部分居民参加分配，是不公平的，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这样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合

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工农上层分子。现在需要的是，不仅上层分子，而且所有劳动者，人人都来参加产品

的分配。全世界合作社运动的伟大创始人几乎无不指出这个运动将转变成社会主义。现在这个时候来

到了，合作社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赞同变合作社为包括全体劳动者的消费公社的法令所体现的这种发

展。完全独立的监督权以及独立的经营权，属于消费公社的成员。正因为如此，我请求大会重新考虑自

己的决定，承认必须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不要迫使工农政权采取它所不愿采取的强制措施。’”②

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妥善地处理法

律实施过程中的矛盾，离不开党的领导。列宁所作的这份指示，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体现了党对法

律实施的领导。

第四，通过指示批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

1919年，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古洛夫在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根据他同中农的多次交谈，他认为中农至

今还不清楚他们的地位和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他请列宁向共产党员同志们说明：什么是中农，如果对中

农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中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有什么帮助。由于古洛夫的这封信刊载于1919年 2
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号上，这就变成了一封公开信。③针对这封公开来信，列宁作了

全面的回复，并借此指出：“对于这种无视苏维埃政权法律而乱整农民的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立即解

除他们的职务，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正直的工人和农民正在为俄国全力清除这些地主资本家香火的

‘末代传人’，这些人公然以‘当官的’自居，而按照我们工农共和国的法律，他们应该是苏维埃的代表，是

勤恳工作和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模范。苏维埃政权已经枪毙了不少这类被揭发有贪污劣迹的公职人员，同

这类坏蛋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④这就表明，列宁实在不能容忍那些侵害工人和农民的人。

同样是在 1919年，列宁还收到了梁赞省斯科平县咨议代表大会的请求书，农民们在请求书中提出

①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8页。
②《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3～564页。
③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1～592页。
④《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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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中等收入和低于中等收入的农民的特别革命税、停止征用役马和奶牛、提高农户留粮标准等方面的

问题。1919年 4月 5日，列宁在回复斯科平县农民的信中指出：“向低于中等收入的农民征收特别税是

非法的。减轻中农纳税的措施已采取。法令日内就要公布。其他问题我将立即向人民委员们询问，然

后答复你们。”①随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9年 4月 9日通过《关于在征收一次性特别革命税方面对

中农实行优待的办法的法令》，并在4月10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②

在以上两个具体事例中，列宁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提出的相关要求，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为书信回

复，但实质上也是列宁针对相关法治问题所作的指示与批示。从实际效果看，通过这样的指示批示，既

实现了党对法治的领导，同时也维护了人民利益，有助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

四、结语

为了全面呈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上文首先描述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演变，在此基

础上分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主要环节与基本方式的思想。经过这番梳理，可以发现，列宁关于党

领导法治的思想包含了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方面，这是一个革命家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列宁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导师，是享有导师地位的

革命家。革命家总是要破旧立新或革故鼎新。见之于法治领域，就是破除旧法治，建设新法治。列宁关

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既有对旧法治的批判与革命，也有对新法治的规划与建设，这正好体现了一个革

命家在法治方面的使命。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如前文所述，可以从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角色与

使命来理解。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法律家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列宁和马克思一样，大学时代选择的专业都是

法律。与马克思略有不同的是，列宁不仅就读于喀山大学法律系，且在1892年1月获得了彼得堡大学法

律系颁发的毕业证书，而且还在 1892年至 1893年之间，实际从事律师职业，办理过多起诉讼案件。③这

样的经历表明，青年时代的列宁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律家。这就为他后来关于党领导法治的多方

面论述打下了坚实的法律专业基础。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既是一个革命家的思想，也是一个法律家的思

想。当然，列宁在革命家与法律家两重角色之外，还有其他多个方面的角色，譬如政治家、思想家等，但

从列宁所关注的党领导法治这个特定领域及实际情况看，聚焦于他作为革命家与法律家的角色，也许是

一个较为适宜的选择，也许可以为我们准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党领导法治的思想提供更加清晰的路标。

责任编辑：王群瑛

①《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2页。
②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4页。
③ 相关史实可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9～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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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es to reveal the unified laws, dealing with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degree relationship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law of dialectical negation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optimiza-

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must realize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dialectic and objective dialect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laws from teaching practice, guide the teaching practice with di-

alectic, and always implement the six requirement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ing system;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e Go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Xia Xin, Qin Xuan

Abstract: Binary opposition phenomena appear in the curr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and ide-

olog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hich divides supply-side from demand-side, instrumen-

tal rationality from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ctors from students. To combat those problems, it is essential

to approach the goal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culti-

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fostering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reform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

form. It is crucial to align digital empowerment with value empowerment, foster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value through immersive smart spaces, develop a multi-stakeholder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benefi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meri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dv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oal orientation; practical path

Lenin's Thought on Party Led Rule of Law

Yu Zhong

Abstract: In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ule of Law is a basic principl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this basic prin-

ciple can be traced back to Lenin's thoughts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cre-

ating the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Lenin continuous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forming Lenin's thoughts on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leader-

ship of the Party. Lenin's thoughts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rule of law,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have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hina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Party leadership; rule by law; Lenin

The Russian Localization Path of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 Review of Lenin's What is to be Done?

Ma Jiahong

Abstract: What is to be Done? was a classic text of Lenin's discussion on Party building from 1902 to

1903, which was also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What is to be done?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outcome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specific Russian revolutionary conditions, but also deeply

involved in the debates among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 text

should be fully analyz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Lenin overcame the limi-

tations of Narodniksm, and developed the adaptability of Marxist theoretica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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